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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效应与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重塑: 

基于新产业革命的视角 

吕永刚 吴勇民
1
 

【摘 要】:高铁网络引致区域分工深化与广化,推动经济地理空间整合与再造,促进“场所空间”向“流空间”

转变,是重塑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的利器｡新产业革命推动高铁网络与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因子渗透融合,对

长三角产业格局､城市格局､供应链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在新时代,长三角优化经济地理结构,重点要树立全域一体化

思维,把握集聚辐射平衡点,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功能及韧性,增强供应链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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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通过跨国､跨地区到地区内部的空间整合,推动区域各板块进行多维度､复合性､交

互化的深度合作,形塑更加均衡､更富效能､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地理格局｡高效畅通的交通网络是区域一体化的骨骼系统,是推动

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一体化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在高铁时代,高铁网络的战略地位凸显,引领区域交通设施网络构建,成为

影响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关键性因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交通网络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地缘相近､人源相亲､文化相通､市场

相融,加之便捷交通网络的连接,共同构筑起长三角区域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长三角地区交通网络先后经历水运为主､铁路为主

､高速公路为主阶段,现阶段正进入以高速铁路为主导､城际快速轨道为主体的高铁时代(方大春､杨义武,2013)｡长三角地区拥有

全国最密集最完善的高铁网,高铁效应持续显现｡预计到2020年末,长三角高铁将超过5300公里,运营范围覆盖除浙江省舟山市以

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区域内将形成干线成网､支线密布､功能集成､能力均衡的高铁网｡随着长三角进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阶

段,高铁网络持续完善､高铁效应加速释放,必将对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带来深刻影响｡ 

二､高铁网络:空间效应及生成机制 

按照国际铁路联盟(UIC)的定义,新建高速铁路运行时速须超过250公里,既有线路改造最高运行时速须至少达到200公里｡高

铁诞生之初,就以高速､安全､便捷､大容量､集约型､通勤化等集成优势,在中等距离出行上形成极强的竞争力,不仅深刻改变了人

们的出行方式､生活方式,高铁空间效应也成为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的利器｡ 

1.引致区域分工深化与广化 

                                                        
1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铁效应对江苏经济地理格局的战略影响研究”(编号:17DDA00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金融错配的演化生成机理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路径优化研究”(编号:18BJL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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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网络带动区域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大幅压缩沿线地区间的时空距离,降低协作成本,使区域间经济往来更加密切,推动区

域经济朝着分工更复杂的方向演进,起到提高要素质量､促进要素优化配置作用｡高铁网络与其他交通网络协同联动,加速各类资

源要素流通与传播效率,提高区域可达性,产生资源扩散效应和核心区辐射周边的涓滴效应,促进高铁沿线的均衡发展｡相邻地区

特别是相邻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市场的融合､叠加共同构成更大的区域市场,带动区域分工深化､合作升级｡沿线不同等级

城市的比较优势逐渐彰显,区域间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国际上成熟的都市圈均形成差异化分工､紧密化协同的区域功

能布局,代表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与趋势｡原先被排斥在区域分工之外的边缘区开始纳入中心区的辐射范围,开始具备参与区域分

工的条件,从而实现区域分工在空间上的广化｡ 

2.推动经济地理空间整合与再造 

高铁网络的形成与运营,会产生虹吸效应､溢出效应､过道效应､过滤效应､乘数效应､同城效应､“最后一公里效应”等多类

型､多样化的高铁效应,这些效用均会再转化为空间效应,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地理格局｡比如,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

及广阔腹地的深度整合,形成深度一体化的城市群;推动相邻城市融合协同,促进同城效应的形成与深化;推动高铁网络枢纽节点

与中心城市､高铁新城等功能区的优势叠加,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增强核心区发展能级(Urena et al.,2009;LoukaitouSideris et 

al.,2012);推动高铁沿线开发空间､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的整合,形成高成长性的经济走廊､创新廊道;推动创新要素向特定空间

集聚,激活原有的空间价值,形成新型创新单元和产业单元;推动高铁场站的功能扩展,配合高铁新城的开发升级,打造高铁枢纽

功能区和高铁枢纽城市;推动大都市区与毗邻区的高效对接,强化高铁效应的撬动性､联动性与带动性,打造区域合作新高地;推

动具有互补性的不同区域主体进行跨区域合作,探索发展轨道上的新型“飞地经济”｡ 

3.促进“场所空间”向“流空间”转变 

与公路､铁路､城市轨道等传统交通工具对区域空间的影响不同,高铁高速度､高密度的特性,使其对区域空间塑造呈现全新

内涵｡传统交通站点是区域交通网络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节点,其人流､物流集散功能主要局限在站点及周边的“场所空间”,各

站点之间的关联性不大｡根据贝尔托利尼(1999)的“节点—场所”橄榄球模型,高铁站不仅是“场所空间”,可通过生产要素集

聚形成新的经济单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节点功能的“流空间”,在由众多节点编织的枢纽网络中,高铁枢纽节点之间高效联动,

超越物理层面“场所空间”的局限,释放巨大的网络化能量;嵌入任何一个高铁枢纽节点,就相当于打通了由高铁网络编织的巨

型流量网络｡在全球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场所空间”或“地点空间”加速被“流空间”所取代(卡斯特,2006)｡依托

高铁网络与高铁枢纽节点,打造具有高度集聚力与扩展性的高铁“流空间”,将推动原有区域经济地理空间实现开放性整合｡ 

三､新产业革命下的高铁效应:重塑长三角经济地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支撑上一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红利趋近消失,新产业革命

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备受关注｡近年来,以人工智能､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生命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科技､新产业破茧而出､渐成

规模,新产业革命已从导入期进入拓展期(谢伏瞻,2019)｡达沃斯创始人施瓦布则将本轮产业革命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

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进而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施瓦布､戴维斯,2018)｡产业革命总是在

交通便利的区域最先爆发,借助发达便捷的交通网络聚合发展要素,并推动产业能量向外扩展｡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现代化水平最

高的区域之一,首当其冲受到新科技产业和新产业革命的深刻影响｡当前我国的高铁革命,其技术基础建立在对工业革命､电力革

命､信息革命成果的高度集成之上;在新产业革命澎湃而至的新形势下,高铁网络与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因子渗透融合,将

赋予高铁效应以新内涵､新功能,对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1.高铁效应与长三角产业格局之变 

历史上各次产业革命都会形成由动力产业､先导产业､新基础设施产业和引致性产业等产业部类(Perez,2010)｡本轮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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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催生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并推动传统产业结构性转型,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产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以高铁网络为代

表的新型综合交通枢纽以及信息枢纽网络,为各类生产要素高速流动､高效集聚扩散提供了面向未来的战略通道,为新型产业体

系的区域整合､空间优化创造了条件｡在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作用下或预期影响下,原先制约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交通瓶颈

逐渐被打破,皖江､苏北等长三角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开发空间､区位等原先处于潜藏状态的比较优势被激发,正崛起为长三

角地区具有战略地位的新型产业高地;基于互联网的产业分布不再遵循传统产业梯度布局规律,以往的长三角欠发达地区可以采

取“反梯度”策略,与发达地区同步布局新产业､新业态,合肥家用电器制造､连云港新医药､盐城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崛起就是例

证;新产业革命背景下产业边界日渐模糊,产业融合成为大势所趋｡长三角各地立足自身禀赋发展“农业+”“生态+”“海洋

+”“枢纽+”“创意+”等融合业态,正在打开广阔的经济成长空间;新产业革命推动新的创新组织模式和科研范式不断涌现,在

高铁效应助推下,科技创新及产业化路径加速变化,长三角经济加速从“国外创新+长三角制造”向“长三角创新+长三角制

造”“核心区创新+就近制造”和“创新走廊+产业走廊”等新空间形态转变,推动形成更富活力､更加立体的生产力空间布局｡ 

2.高铁效应与长三角城市格局之变 

经济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驱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地理重塑,在城市发展层面,单一的城市发展逐渐演变为区域性城市的一体化

和网络化发展,城市群､都市圈越来越成为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单元,全球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枢纽地位更加突出｡世界级

城市群更是全球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策源地和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在内部则会演化出高等级､强辐射､多中心､网络化的区域

分工体系｡新产业革命与城市群时代互动演化,在世界高铁网络酵母效应作用下,推进长三角城市群打破行政区划壁垒,锻造区域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在长三角全域,高铁网络助力各经济地理板块高效联通,推动域内各城市深化分工协作,推动长

三角以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引领,持续提升核心城市能级;把握长三角巨型城市群内部多中心演化趋势,在更高站位提升

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区域次中心城市能级,强化其集聚辐射力;下更大气力补齐其他板块中心城市欠缺的功能短板,让

长三角地区每一个较大的经济地理板块都拥有参与世界级城市群分工的可靠支点,进而为区域协调发展夯筑基于区域分工的可

靠根基｡面对全新的发展形势,江苏打破传统苏南､苏中､苏北的地理分界,构建“1+3”重点功能区战略新布局,实现行政区经济

向功能区经济转变;浙江将全省空间进行归类整合,提出建设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安徽以皖江城市群联动发展为龙

头,带动省域各板块特色化布局｡在长三角各省新空间布局中,高铁网络均承载着促进各区域内以及区域之间联通联动､协同协作

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长三角拥有完整的城乡结构体系,在高铁网络的有机链接下,公园城市､创新走廊､众创空间､特色小镇､未

来社区､田园乡村､专业市场､楼宇经济等有别于传统开发区的新型经济地理空间持续涌现,成为改写长三角原有经济地理版图的

战略空间,一些原先的经济洼地一举成为新增长极和创新创业“梦工厂”｡ 

3.高铁效应与长三角供应链格局之变 

新一轮产业革命以绿色､健康､智能为重要方向,正全面颠覆传统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一方面,以美国“制造业回

归”为代表,发达经济体在谋求继续占领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主导新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试图收回加工制造环节的“外包”以

增加就业,重新占领价值链中端环节以拓展利润区,推动本土生产以压缩供应链整合的时空成本｡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意

挑起中美经贸摩擦,意在打压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遏制中国产业升级进程,中美结构性矛盾加速显性化｡作为全国外向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首当其冲受到国际分工变化和中美经贸关系变动的叠加影响,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传统地位受到严峻

挑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缺乏话语权和控制权,这一现

状亟待改变｡新产业革命对现有全球供应链的深刻冲击,对长三角地区提升全球供应链配置能力提出了紧迫要求｡高铁网络走向

发达成熟,为长三角地区资源要素高能级集聚､高效率配置创造了重要优势,是长三角提升供应链位势的战略抓手｡从国际经验看,

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全球节点城市以其高端人才集聚､国际高频互动､多元文化汇聚､资本蜂拥聚合､全球连接畅达,居于全球供

应链与全球枢纽网络的支配地位｡长三角地区要提升全球供应链配置能力,必然要聚力提升全球节点城市枢纽能级｡长三角主要

城市均拥有高等级､高能级的高铁枢纽,这将成为长三角建成多个全球枢纽节点城市创造条件,带动长三角供应链配置能力实现

跃升,进而塑造全新的经济地理面貌｡上海虹桥集高铁枢纽､航空枢纽于一身,形成具有极强集聚辐射力､资源配置力的超级枢纽｡

江苏在对禄口机场改造提升以及对南通新机场等战略枢纽规划建设中,均突出建成“轨道上的机场”,发挥高铁枢纽与航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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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叠加效应｡ 

四､新时代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的优化路径 

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合力打造“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使命,在打造增长极､高质量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区域一体

化发展和新时代改革开放等五个领域成为全国排头兵和示范｡长三角三省一市参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进程,既要注重补短板､

强弱项,更要“各扬其长”,拉长各自长板,让比较优势更加突出,构建更为合理的经济地理格局,为更高水平的区域分工协作创

造条件｡ 

1.树立全域一体化思维,“一盘棋”谋划长三角分工布局 

在长三角地区树立“全域一体化”思维的关键,是跳出传统将长三角地区限定在特定加盟城市的做法,将三省一市全域视作

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调动每一个区域积极携手推进全域一体化｡对标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

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世界级城市群,结合长三角不同板块在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基础设施和环境承载

力等自身条件及在城市群中的地位,确定城市功能定位,并寻求城市间特别是与核心城市的错位发展｡在长三角一体化布局中,各

城市以及各板块扮演何种角色分工最终需要经受市场考验,在区域一体化的实践进程中加以确定｡另一方面,推进长三角全域一

体化,不但不排斥省域一体化或更小尺度一体化,而且恰恰要求省域内部率先一体化｡从区域一体化的演进逻辑看,一是受到行政

区划的客观限制,在省域内部推进一体化遇到的阻力更小,更容易取得成效､积累经验;二是省域内部空间的充分整合,可形成多

个具有内聚力和差异化的空间单元,将为长三角区域有序分工协作创造有利条件｡ 

2.把握集聚辐射平衡点,构建力量更加均衡的城市网络 

长三角拥有体系完整的城市群,高铁网络的建设应强化这一优势而非削弱该优势｡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既要高度

关注核心城市建设,在更高站位推进以上海为龙头的核心城市建设,并推动苏锡常城市群､南京都市圈､环杭州湾城市群､淮海经

济区､皖江城市群等次级城市群朝着更有内聚力的巨型城市转变｡另一方面,为防止高铁虹吸效应､极化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长

三角非核心区既要加强与上海等核心城市的精准化对接,避免“一哄而上”带来的风险,特别是避免中低端产业转移带来的产能

过剩,避免同质化竞争造成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过剩,避免违背经济规律的高投入低产出以及环境污染｡任何网络的(能量)价值都

与节点质量､数量及其相互间的连接强度成正比｡长三角非核心城市有必要着力提升产业特色和能级,形成相对于城市群核心城

市的“反磁力中心”,防止出现区域塌陷,避免反噬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建设成果｡ 

3.硬软并重强化基础设施网络,提升区域枢纽网络功能及韧性 

传统枢纽发展侧重于基础设施､设备更新等硬件建设,这固然是发展枢纽经济的前提,但由于对服务功能拓展､供应链延伸等

缺乏系统谋划,致使枢纽组织策源地功能缺失,枢纽型产业难以发展｡新型枢纽超越了以往对“实体枢纽”的依赖,更加注重发挥

平台型､流量型组织(虚拟)枢纽的作用,在供应链配置､市场服务半径上远远超越传统实体经济的辐射范围,在更大范围内为不同

层级的上下游相关企业提供平台服务,产生巨大势能｡长三角发展枢纽经济,既要加强以高铁为引领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加快构

建普惠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强化枢纽节点的综合集成功能,也要在面向更大市场搭建供应链平台,促进枢纽节点与供应链平台

的相互赋能;同时,要加注重提升区域枢纽的开放性｡传统枢纽多是典型的区域性枢纽,仅在较窄的区域范围内发挥作用,新型枢

纽则更加注重开放性､国际性,更加注重从全球供应链中获得资源｡长三角地区提升枢纽国际化水平的要义,不是简单提升国际化

占比,关键是要增强全球供应链话语权､配置力,增强国际枢纽与全球供应链的功能叠加,提升包括枢纽型产业在内的现代产业竞

争力｡ 

4.增强供应链控制力,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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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革命必然带来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近期,围绕5G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这是大国竞逐未来主导产业

全球供应链控制权的一个缩影｡长三角地区承担着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合的重要使命,必然要在面向新产业革命的未来全球供应

链中占据战略主动｡一是依托世界级城市群及核心城市,打造若干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供应链枢纽城市,提升我国在全球

供应链体系中的位势｡二是构建高链接度的区域枢纽供应链网络,注重补足枢纽组织功能短板,提升枢纽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

三是强化供应链“链主”型企业引领力,促进区域枢纽经济提质增效降本,推动区域枢纽型产业能级提升 坃?｡四是积极发

展智慧生态供应链,发展具有供应链协同效应的公共型平台,推进相关方单元化的信息数据正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横向可对比,

形成高能级､强辐射力的数字化枢纽,探索高铁网络与智慧网络相互赋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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